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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下游与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
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

刘志岩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 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比较，可知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

既具有自身特色，又深受重庆峡江地区的影响。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

的年代框架大致得以构建。金沙江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格局以江为界，南北两岸传承了

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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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峡库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峡江地区新

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新材料，并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文化序列。与

此同时，同为一江的金沙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的

研究却仍处在初始阶段，目前仅见赵殿增、［1］周

志清［2］和徐学书等先生［3］的相关文章，且多是通

过对金沙江中游的西昌礼州遗址［4］和元谋大墩子

遗址［5］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随着近年金

沙江流域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为我们提供了研

究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良好契

机。鉴于金沙江与峡江地缘相连，环境相似，我

们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对比，从而为研究二者的文

化面貌和谱系关系打下基础。

二

重庆峡江地区和金沙江下游在地形和地势上

颇为相近，均为江水下切形成的峡谷，两侧山势

陡峭，水流湍急。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河谷地带两

侧地势较为平坦的台地上。
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大致可分

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前段为玉溪坪文化，后段

为中坝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 5000 ～4000 年之间。

玉溪坪文化以丰都玉溪坪遗址为代表。据报

道，玉溪坪遗址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的器物组合

主要是深腹罐、高领壶、卷沿罐和敛口钵等。以

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纹饰包括绳纹、菱格

纹、刻划纹、指压纹和箍带纹等。第二期的器物

组合主要是深腹罐、高领壶、小罐、钵、盘、碗

等。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数量有明显增加。纹

饰流行菱格纹、折线纹和水波纹等。出现磨光灰

胎黑皮陶、折腹器和细瓦棱纹等新的文化因素。
第三期的器物组合主要是深腹罐、高领壶、大口

罐、带沿罐、钵、碗、器盖和高圈足器等。泥质

陶的数量继续上升，但夹砂陶仍占主导。流行纹

饰有拍印绳纹、戳印纹、小泥饼堆纹和瓦棱纹

等。［6］此外，玉溪坪文化还包括万州苏和坪遗址

早期遗存和忠县哨棚嘴遗址第二期遗存等，其绝

对年代在距今 5000 ～ 4600 年之间。
中坝文化以中坝遗址为代表。孙智彬先生根

据中坝遗址 1998、1999 年的发掘资料，将该遗

址分 为 三 期: 第 一 期 的 器 物 组 合 包 括 缸、瓮、
罐、盘、壶、钵、碗、器盖等。陶质以夹砂陶为

主，泥质陶较少。陶色以灰陶为主，次为红陶、
黑陶和褐陶。纹饰以菱格纹为主，包括绳纹、附

加堆纹、戳印纹和划纹等。第二期的器物组合包

括缸、罐、豆、簋、盘和碗等。陶质以夹细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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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泥质陶数量有所增加。陶色以灰陶为主，次

为红陶和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包括附加堆

纹、弦纹、划纹、篦点纹和戳印纹等。第三期的

器物组合包括尖底缸、卷沿罐、圈足盘、盆、钵

和器盖等。陶质以夹粗砂为主，泥质陶很少。陶

色以红褐陶和红陶为主，灰褐陶和黑褐陶较少。
纹饰以绳纹为主，包括弦纹和附加堆纹等。［7］此

外，中坝文化还包括忠县哨棚嘴遗址第三期遗

存、巫山魏家梁子和锁龙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

存，其绝对年代在距今 4600 ～ 4000 年之间。
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代表了重庆峡江地区

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年代

上从仰韶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晚期。可

以说，包括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在内的前后相

接的六期文化基本上建立起了重庆峡江地区新石

器时代末期文化的时空框架。

三

金沙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因在该

区域进行的田野工作较少，发掘材料较为有限，

时空框架尚未建立。
位于金沙江下游 ( 云南境内) 的昭通阐心场

遗址和鲁甸马厂遗址，代表了滇东北黔西北地区

新石器末期至青铜时代的一种地方文化类型，或

称之为 “阐心场类型”，［8］或称之为 “鸡公山文

化”。［9］这类遗存的器物组合包括单耳细颈瓶、单

耳罐和带鋬罐等，器物多带单耳是其文化特色。
泥质陶较多，夹砂陶较少。纹饰以素面为主，可

见弦纹和点纹，部分陶器表面施黑色陶衣并打磨

光滑。属于这类遗存的还有威宁中水鸡公山遗

址、吴家大坪遗址和营盘山遗址，昭通黑泥地遗

址和鲁甸野石遗址等等。其绝对年代在距今 3300
～ 2700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

晚期、春秋早期。［10］虽然在绝对年代上这类遗存

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中晚期，但是从其文化性质和

发展水平上来看，仍可以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

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特色。
从文化内涵来看，金沙江下游的鸡公山文化

与重庆峡江地区的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大相径

庭，并且在产生和延续的时代上也存在较大差

距。因此二者是属于分布于同一流域，但是独立

起源并沿着各自道路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并未产

生过交集。
位于金沙江下游 ( 四川境内) 的新石器时代

末期文化遗址主要有叫化岩遗址和石柱地遗址。
其中叫化岩遗址是金沙江下游 ( 四川境内) 发掘

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1］该遗址位于宜宾市

屏山县城以东约 20 公里的金沙江北岸，发掘者

将地层分为 8 层，其中 6 ～ 8 层为新石器时代末

期堆积。发现的遗迹包括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房

址、灰坑和灰沟。从遗址的性质上来看应为史前

一个规模较小的村落或临时性聚居地。根据地层

关系和出土遗物，可将该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

的器物组合主要包括敛口卷沿罐和侈口折沿罐，

陶质以夹粗砂陶为主，陶胎较厚，夹细砂陶和泥

质陶的数量均较少。陶色以黄褐和红褐为主，兼

有黑褐、灰黄和灰黑。素面陶占的比重较大，纹

饰主要以交错绳纹为主，还包括有绳纹、篦纹、
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等。第二期的器物组合除敛口

罐和侈口罐外，开始出现花边口罐、盘口罐、高

领罐、壶和钵等。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

第一期有明显增加，几乎与夹砂陶数量相当。陶

色以红褐和黄褐为主，兼有黑褐、灰褐、灰黑、
灰黄和灰白，新出现黑皮陶。素面陶的数量较

多，纹饰以交错绳纹为主，兼有绳纹、篦纹、附

加堆纹、戳印纹、凹弦纹和刻划纹等，新出现细

瓦棱纹。第三期的器物组合包括敛口罐、侈口

罐、花边口罐、盘口罐、壶、尊和豆等。陶质以

夹粗砂陶最多，泥质陶其次，夹细砂陶最少。陶

色以黄褐和红褐为主，灰褐和黑褐其次，灰陶数

量有明显增加。纹饰以交错绳纹为主，其次为弦

纹、附加堆纹、篦纹、戳印纹和刻划纹，有少量

镂孔，素面陶的数量有所下降。
从出土的器物组合来看，叫化岩遗址第一期

的文化面貌较为单纯，以侈口罐和敛口罐为代表

( 图一) 。

图一 叫化岩遗址第一期陶器

1、2. 侈口罐 ( T15⑧∶2、T15⑧∶1) 3. 器底 ( T15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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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出土的陶器则明显可以分为两组: 第

一组以侈口折沿罐、敛口卷沿罐、折沿圆唇花边

口罐为代表 ( 图二) 。

图二 叫化岩遗址第二期第一组陶器

1、2. 敛口罐 ( T87⑦∶9、T81⑦∶6) 3. 敞口罐 ( T15⑦∶16)

4. 侈口罐 ( T81⑦∶5 ) 5、6. 折沿圆唇花边口罐 ( T81⑦ ∶7、

T87⑦∶16)

第二组则为本期新出现的文化因素，包括盘

口罐、高领罐、壶和钵等。泥质黑皮陶的出现和

细瓦棱纹的流行是本期的显著特征 ( 图三) 。

图三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二组陶器

1、2. 盘口罐 ( T87⑦∶13、T87⑦∶17) 3. 卷沿壶 ( T15⑦∶4)

4. 直口高领罐 ( T82⑦∶5)

第三期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以

侈口折沿罐、敛口卷沿罐、折沿圆唇花边口罐为

代表 ( 图四) 。

图四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一组陶器

1、2. 敛口罐 ( T81⑥∶21、T83⑥∶8) 3. 敞口罐 ( T74⑥∶6)

4、5. 折沿圆唇花边口罐 ( T74⑥∶35、T74⑥∶40)

第二组以盘口罐、侈口深腹罐和壶为代表

( 图五) 。

图五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二组陶器

1、2. A 型盘 口 罐 ( T72⑥ ∶ 3、T74⑥ ∶ 22 ) 3. 侈 口 深 腹 罐

( T88⑥∶7) 4、5. B 型盘口罐 ( T82⑥∶51、T88⑥∶22)

第三组为新出现的器物群，主要包括折沿方

唇花边口罐、喇叭口高领罐、尊和浅盘豆等 ( 图

六) 。

图六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三组陶器

1、2. 折沿方唇花边口罐 ( T87⑥∶13、T87⑥∶11 )

3、4. 喇叭口高领罐 ( T87⑥∶6、T88⑥∶8)

5、6. 尊 ( T82⑥ ∶18、T82 ⑥∶14 ) 7、8. 壶 ( T86

⑥∶1、T88⑥∶10) 9、10. 豆 ( T82⑥∶22、T88⑥∶40)

从其文化内涵来看，叫化岩遗址第一期和第

二、三期的第一组器物较为独特，为其他地区所

不见，应属于当地土著文化因素。第二期的第二

组器物明显具有玉溪坪文化的特色。第三期的第

二组器物也属于来自重庆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

带有中坝文化的特征。第三期的第三组器物则与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具有相似性。从其文化构成

来看，第一期和第二、三期的第一组器物是该遗

址的主体文化因素，代表了金沙江下游一个全新

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因此可以命名为叫化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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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从其年代上来看，叫化岩遗址第三期出土的

A 型 盘 口 罐 与 中 坝 文 化 二 期 出 土 的 盘 口 罐

( H644: 12) 相似，并且在出土器物中没有发现

中坝三期常见的尖底器，因此叫化岩遗址的年代

下限应不晚于中坝二期。叫化岩遗址第二期出土

泥质黑皮陶和带细瓦棱纹的陶器与玉溪坪文化第

二期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年代也应该在此范围

之内。第一期的材料由于出土较少，而且面貌较

为独特，缺乏可对比的材料。但从其出土器物与

第二期第一组具有延续关系来看，年代也不至于

相差太远。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叫化岩遗址的年

代上限相当于玉溪坪文化二期或稍早，下限应不

晚于中坝文化二期，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 5000
～ 4500 年之间。

四

在分期和年代学的基础上，再来对比金沙江

下游和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

化，就不难发现在距今 5000 ～ 4500 年之间，上

述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一直存在交流。目前在

重庆以西、宜宾以东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

遗址，以江津王爷庙遗址为代表。［12］有学者分析

江津王爷庙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属于玉

溪坪文化，［13］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合理

的。这就为金沙江下游和重庆峡江地区的文化交

流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点。通过以上分析，不难

发现，在玉溪坪文化时期，叫化岩遗存主要受到

来自峡江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出现大量的泥质

黑皮陶器，器物上流行装饰细瓦棱纹，并且开始

有折腹风格的器物出现。到了中坝文化时期，除

了来自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外，成都平原的文化

因素也开始在这里出现，大量折沿厚方唇细绳纹

花边口罐和喇叭口高领罐就是宝墩文化南下的证

据。
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

的能力有限。因此大江大河形成的水路成为当时

人们交流与往来的主要交通方式，金沙江与长江

本就是沟通东西、人群往来的重要通道。从距今

5000 年开始，玉溪坪文化由重庆峡江地区向东

西两个方向发展，宜昌中堡岛遗址［14］和宜宾叫

化岩遗址均发现带有玉溪坪文化特征的器物，而

在哨棚嘴遗址第二期也曾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典

型器物，［15］说明在这一时期重庆峡江地区的玉溪

坪文化与瞿塘峡以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是双

向互动的。而在属于玉溪坪文化的遗址中并未发

现有属于叫化岩类型的典型遗物，这说明该时期

金沙江下游地区只是单纯的接受来自于玉溪坪文

化的影响，并未对重庆峡江地区文化输出。距今

4600 年左右的中坝文化时期，情况也与此类似。
只是在此时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表现较为强

势，大量的宝墩文化因素开始在叫化岩遗址中出

现，而来自于重庆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则有所减

少。岷江下游宜宾河段曾多次采集到新石器时代

的遗物，［16］推测宝墩文化应是顺岷江而下至宜宾

然后溯金沙江而上至此的。中坝文化与宝墩文化

有着一批较为类似的器物，如高领圆肩壶和盘口

深腹罐等。有学者推测二者在嘉陵江一线曾发生

过密切往来，［17］现在看来金沙江下游地区至少也

是二者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
从金沙江下游这一区域自身来看，其所涵盖

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基于目

前已有的发现，金沙江下游北岸的叫化岩类型和

南岸的阐心场类型，二者不仅仅是在年代上存在

差距，而且在文化传统上也完全不同。阐心场类

型多带耳器、带流器，这明显属于来自西部地区

的文化因素，与金沙江中游时代更早的大墩子等

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似乎更有渊源; 而叫化

岩类型出现的花边口器、盘口器则属于东部地区

的文化传统，与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出现的考古

学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以江为界，两种文

化传统并行不悖，这或即金沙江下游地区史前的

最初格局。

注释:

［1］ 赵殿增: 《金沙江流域早期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华

文化论坛》2002 年第 4 期。

［2］ 周志清: 《浅析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4 期。

［3］ 徐学书: 《由石棺葬遗存浅谈对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文化的再认识》，《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4 期。

［4］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 《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

址》，《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

［5］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197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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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三教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它代表了清末到民

国初年四川的宗教、庄园、民居、园林等建筑特

点，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吸收和展现了西洋建筑装

饰艺术的建筑风格。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中山

中学和东北中学曾迁址于此，使它具有较高的建

筑艺术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静宁寺建筑群集中分布，具有很高的建筑艺

术研究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独特，整个寺庙楼台

亭阁密布、殿宇连绵、其建筑规模宏大，气势恢

弘，布 局 精 巧，殿、院、祠、堂、阁、塔、亭、
台、楼、桥、池、井、木雕、石刻俱全。建筑群

整体上以民间四合院为主，宗教意味让位于世俗

生活。儒释道三部分各体现各自宗教建筑的特点，

又相辅相成、互为掩映、和谐统一。其特色建筑

如慈善堂、字库塔、观音阁、儒林院等，由于受

近代西方建筑理念的影响，修建者在传统建筑的

基础上，引入西洋建筑风格，产生中西风格结合

的特色。儒林院外结构、慈善堂窗、观音阁的雕

刻都堪称精美 ( 图版叁∶ 2、3) 。整个建筑内分布

各类雕塑装饰图案，图案精美，注重环境园林装

饰性，既考虑到实用又具建筑美感，风格既统一

又各具特色。以儒林院为例，儒林院建筑面积约

1300 平方米，为两层砖木结构。外观采用欧式建

筑风格，为长方体型城堡样式，整体简洁; 内部

为传统四合院形式，院内由一个十字型两层通道

划成四个天井。其中两个天井中建有一个月型水

池和一口圆型水井，象征日月。两层十字型通道

与两层建筑回廊连接，使人在建筑内行动方便。

而十字型通道交会部依势建成一个八方型凉亭，

并采用木雕花窗装饰，美观大方。
静宁寺集儒释道三大教于一身，其宗教、历

史文化积淀深厚，影响远达广东、湖南、贵州、
山东、东北等 10 多个省市及海外部分国家和地

区。同时，静宁寺内的慈善堂还是当时四川慈善

联合总会的所在地，其声誉之高、影响之大，冠

绝川南。整个建筑内各类楹联、字画、浮雕等艺

术结合紧密，文化气氛隆厚。静宁寺内出土的道

教经书，内容有《辅正心经》等书籍，宣扬为善

为孝戒恶勤劳等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民俗、宗教

思想，也为研究当时的宗教活动、民俗风情等提

供了重要资料。
张学良将军创办的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

中学于 1939 年迁址静宁寺，在此达 8 年之久，

在静宁寺宣传爱国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为静

宁寺赋予了丰富的爱国革命内涵。两校迁入后的

8 年，成为两校最出成果、最出人才的时期。8
年间共培养了 8000 多名学子，其中有不少已成

为民族精英，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祖国建

设时期的优秀人才，如原国家经贸委主任李东，

著名诗人杨星火，著名数学教授丁尔升，中科院

院士赵鹏大，参加设计和制造我国第一批飞机、
第一艘导弹潜水艇、第一台拖拉机的教授 ( 高级

工程师) 方同德、廖湘思、何保献、苟池中，北

京大学原校长陆平，导弹之父王明久等。两校校

友遍及世界，影响深远。其教学宗旨和进步思想

犹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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